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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视阈下城市公园绿地时空可达性及其影响
因素

幸丽君１ꎬ２ꎬ杜赛南２ꎬ∗ꎬ仝照民３ꎬ张　 蕾１ꎬ２

１ 湖北大学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ꎬ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２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３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ꎬ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从环境正义视阈出发ꎬ重点关注选择步行和私家车出行的居民群体ꎬ采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２ＳＦＣＡ)模型和基尼系数测

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的时空差异ꎬ并运用梯度提升决策树(ＧＢＤＴ)模型进一步探析交通

因素、用地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阈值效应ꎬ以期为公平导向下的城市绿地规划提供相关参

考ꎮ 结果表明:(１)研究时段内公园绿地供给与需求均呈现较快的增长ꎬ居民出行成本在逐渐降低ꎻ(２)居民选择两种交通方式

出行的公园绿地可达性高值区域均呈现扩大趋势ꎬ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湖泊和大型风景区周围ꎬ但是不同时期步行方式可达

性低值区域均多于车行ꎻ同时ꎬ基尼系数显示研究时段内两种交通出行的居民享受公园绿地服务的机会均不公平ꎬ且步行可达

不公平程度远大于车行ꎻ(３)用地结构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不同时期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存在协同性影响ꎬ而交通因素是不同交

通方式出行可达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ꎻ(４)非线性关系图显示关键变量的阈值效应能够为城市绿地精细化规划与管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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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面向居民开放的以休闲游憩为主要功能ꎬ同时具有景观生态、观赏美化、文化科普传承

和防灾避难等综合功能的城市绿地[１]ꎮ 然而ꎬ已有研究均证实在大多数城市绿地呈现不均衡分布ꎬ且弱势的

社会群体享有更少的绿地服务ꎬ进而形成了环境正义问题[２—４]ꎮ “环境正义”早期关注的是分布在社会弱势

群体附近有毒排放设施、废物堆积场和其他环境危害的分配[５—６]ꎬ同时倡导需要考虑不同社区的需求来公平

分配危害和便利设施[７]ꎮ 当前环境正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社会属性群体享有公共服务的公平性ꎬ尤其是城

市绿地[８—１０]ꎮ 由于对环境正义议题的日益关注ꎬ努力为居民提供充足和公平的城市绿地服务也因此成为城

市规划者的重要目标ꎮ
传统的公园绿地参数仅考虑数量等指标的地域均等ꎬ真正实现公园绿地的分配公平比较困难[１１—１３]ꎮ 可

达性作为衡量城市公共资源分配公平性评价参数ꎬ被认为是研究环境正义问题的重要指标ꎮ 目前国内外对城

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在内容上ꎬ探讨不同种族、年龄、经济能力等居民群体在获取公

园绿地资源准入机会上的差异性[１４—１６]以及可达性与居民公共健康效益之间的关系[１７—１９]ꎬ如 Ｃａｒｌｓｏｎ 等以老

年人为关注群体ꎬ通过研究其社区步行能力与公园可达性探讨影响老年人体力活动的主要因素[２０]ꎬ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ｉｊｎ 等学者认为居民进行体力活动的频率与距离公园的远近成正相关关系[２１]ꎻ在方法上ꎬ对城市公园

绿地数据可达性的指标和测度方法进行探讨ꎬ如有学者选取不同的评价指标如公园绿地面积及形状、路网密

度、景观格局指数和使用状况等评估城市公园绿地的可达性[２２—２４]ꎬ也有学者利用定量的评价方法如两步移动

搜索法、网络分析法、最小邻近距离法等[２５—２７]探究城市绿地的服务水平ꎮ
随着公园可达性研究的深入ꎬ影响因素也逐渐成为了研究重点ꎮ 已有研究认为公园的客观特征及使用者

的主观感知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可达性的重要因素[２８—３０]ꎮ 如 Ｃｈｅｎ 等[３１]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收入水

平、人口增长以及土地可用性等因素对城市公共绿地供给具有积极影响ꎻＷａｎｇ 等[３２] 认为公园的物理和位置

特征(例如ꎬ邻近性和行程花费时间)是影响感知可达性的最重要因素ꎬ其中物理和社会个人因素对公园可达

性有显著贡献ꎮ 同时ꎬ也有学者对居民使用绿地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ꎮ 如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３] 根据扬州市各

社区的发展模式、社区规模、人口密度和绿色资产等空间特征ꎬ评估了不同建筑环境的社区绿地供应差异ꎬ认
为不同等级社区的建成环境导致绿地的供应公平性存在显著的差异ꎻＸｕ 等[３４] 以基尼系数为评价指标ꎬ运用

ＧＷＲ 模型探讨了慕尼黑地区绿地公平性与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ꎬ认为较高的住房需求情景往往会

增加绿地分布的空间不平等ꎮ
综上ꎬ国内外关于绿地可达性的研究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结果ꎬ较少关注城市公园可达性的变化过程ꎻ同时

在影响因素方面ꎬ已有研究多受数据限制ꎬ缺少从时空尺度探讨不同因子对可达性变化影响的研究[３５—３７]ꎮ 鉴

于此ꎬ本研究从环境正义视阈出发ꎬ重点关注步行和车行方式出行的居民群体ꎬ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的时空变化ꎬ并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ＧＢＤＴ)模型探

讨了不同时期交通、用地和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影响及其规划启示ꎬ以期为人本尺度下

的高密度城区绿地规划提供科学参考ꎮ

１７３５　 １３ 期 　 　 　 幸丽君　 等:环境正义视阈下城市公园绿地时空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ꎬ地理位置为北纬 ２９°５８′— ３１°２２′ꎬ东经 １１３°４１′— １１５°０５′ꎬ
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ꎮ 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市境中央ꎬ将武汉中心城区一分为

三ꎬ形成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ꎮ 其中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为武汉市

中心城区(图 １)ꎬ总面积为 ９５５.１５ ｋｍ２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ꎬ七个中心城区常住总人口为 ６４０.２０ 万

人ꎬ平均人口密度为 ０.６７ 万人 / ｋｍ２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市新增绿地 １００２.８ｈｍ２ꎬ新建各类公园 １２３ 个ꎬ全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３.０７ ％ꎬ绿地率 ４０.０２ ％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４.８２ ｍ２ꎮ

图 １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交通出行方式下的可达性结果有较大的差异性ꎬ现实生活中居民有自主选择交通方式

的权利ꎬ尤其是去往城市公共空间ꎮ 本研究重点关注选择步行和私家车出行的居民群体ꎬ其中选择步行的居

民群体假设为去往公园绿地时优先或者只能以步行方式出行ꎬ车行出行的居民群体则假设优先使用私家车出

行ꎮ 由于公共交通线路及换乘的复杂性ꎬ本研究暂不考虑公共交通出行ꎮ 同时ꎬＴａｎ 等通过研究发现在较小

空间尺度上绿地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更加明显[３８]ꎬ因此计算可达性和公平性时ꎬ武汉市中心城区被平均分割为

３６８４ 个 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 的格网作为研究基础单元ꎮ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１)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基于城市用地现状、天地图以及«武汉市城市公园名录» [３９] 可

查询到的公园绿地ꎬ获取到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的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位置、面积、类型等属性数据ꎻ
为了研究时段数据具有可比性ꎬ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ＣＪＪ / Ｔ８５—２００２) [４０]和(ＣＪＪ / Ｔ８５—２０１７) [４１]进行比

对调整ꎬ最终确定公园绿地类型等级统一标准为综合性公园和专类公园 Ｉ 级、区域性公园 ＩＩ 级、社区公园 ＩＩＩ
级以及街旁绿地 ＩＶ 级ꎻ２)研究时段的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五普、六普以及武汉市 ２０１８ 年“两标两实”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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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调查ꎬ并以格网内的建筑面积进行人口分摊ꎻ３)建筑面积和道路网数据均来源于武汉市测绘院以及地理

国情普查基础数据库ꎬ并通过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 对 ２０１８ 年的道路数据来进行修正更新ꎮ
数据的预处理主要包括:１)以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百度地图位置为基础ꎬ分别对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的武汉

市中心城区各类公园入口进行矢量化处理ꎬ２０００ 年的公园入口则参考 ２０１０ 年并结合公园历史资料进行修

正ꎬ其中街旁绿地或者开放性社区游园采用道路交叉口作为入口来计算公园绿地可达性ꎻ２)不同交通出行速

度决定了居民从社区到最近公园绿地的实际旅行时间成本ꎬ本研究参考研究区同类城市的平均步行速度ꎬ确
定步行速度为 ４ ｋｍ / ｈ[４２]ꎮ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Ｂ—２００３) 中对不同道路等

级车速设限ꎬ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设定城市主干道(５０ ｋｍ / ｈ)、次干道(４０ ｋｍ / ｈ)、支路(３０ ｋｍ / ｈ)的速度

来进行出行成本的计算ꎮ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高斯两步移动搜索(２ＳＦＣＡ)模型

两步移动搜索模型最早由 Ｒａｄｋｅ 等提出[４３]ꎬ由 Ｌｕｏ 等进一步改进ꎬ进而被大量推广使用[４４]ꎮ 但是传统

２ＳＦＣＡ 模型在计算公园绿地供给服务系数 Ｓ ｊ时ꎬ仅考虑了公园绿地的面积ꎬ其实公园类型及等级也是反映该

公园吸引力和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４５]ꎮ 根据«公园设计规范»(ＧＢ５１１９２—２０１６)以及结合已有研究[４６]ꎬ将不

同等级公园最舒适的可容纳人口数量标准设定为:综合公园可容纳标准为 ６０ ｍ２ /人ꎬ区域性公园可容纳标准

为 ５０ ｍ２ /人ꎻ社区公园可容纳标准为 ３０ ｍ２ /人ꎬ以及街旁绿地可容纳标准为 １５ ｍ２ /人ꎮ 单个公园的容量为单

个公园面积与其相应等级公园可容纳人口标准的比值ꎮ 因此ꎬ公园供给能力系数 Ｓ ｊ公式如下:

Ｓ ｊ ＝
Ｓ ｊ

Ａ

ｐｃｐａ ｊ
(１)

式中ꎬＳ ｊ
Ａ代表每个公园的面积ꎻｐｃｐａ ｊ代表每个公园对应的可容纳标准ꎻｆｗ代表每个公园的功能系数ꎮ

然后进行该模型的第一步得出每个公园在预定时间成本阈值内的供求比 Ｒ ｊꎬ同时采用高斯函数 Ｇ 进行

了时间距离的衰减ꎬ对每个需求点 ｉꎬ搜索所有在 ｉ 搜寻半径 ｔ０范围内的供给点 ｊ(公园绿地入口)ꎬ同时也进行

高斯函数的衰减ꎬ将所有的供需比 Ｒ ｊ加总得到 Ａｉ:具体公式如下:

Ａｉ ＝ ∑ ｊ∈ ｔｋｊ≤ｔ０{ }
Ｇ ｔｋｊꎬｔ０( ) Ｒ ｊ ＝ ∑ ｊ∈ ｔｋｊ≤ｔ０{ }

Ｇ ｔｋｊꎬｔ０( )
Ｓ ｊ

∑ ｋ∈ ｔｉｊ≤ｔ０{ }
Ｇ ｔｋｊꎬｔ０( ) Ｐｋ

(２)

Ｇ ｔｉｊꎬｔ０( ) ＝
ｅ － １ / ２( ) × ｔｉｊ / ｔ０( ) ２ － ｅ － １ / ２( )

１ － ｅ － １ / ２( )
ꎬｉｆꎬｔｋｊ ≤ ｔ０

０ꎬ　 　 　 　 　 　 　 　 　 　 ｉｆꎬｔｋｊ > ｔ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３)

该模型中的搜索阈值是影响可达性结果的关键参数之一ꎮ 以往的研究提出 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来打造社

区生活的基本单元ꎬ形成健康、安全、友好、舒适、绿色的社会基本生活平台[４７—４８]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武汉市政府工

作报告ꎬ将打造 １５ 分钟社区便民商业生活圈ꎬ配套完善社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ꎮ 因此ꎬ本文以 １５ ｍｉｎ 为搜索

时间阈值ꎬ分别计算步行和车行方式下的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ꎮ
２.２.２　 梯度提升决策树(ＧＢＤＴ)

为得出哪些政策因子是影响城市公园绿地服务可达公平性的主要政策因素ꎬ本文首先对选取的变量进行

了空间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线性关系并不明显ꎬ最后采用 ＧＢＤＴ 模型探索其非线性关系及阈值效应ꎮ
ＧＢＤＴ 模型是一种集成多个弱分类器的机器学习方法ꎬ在解决数据特征分布相对集中的离散分类问题时ꎬ精
度要高于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算法[４９]ꎮ 已有研究表明基于决策树集成的模型能够拟合自变量在不同范

围内对因变量的影响ꎬ而不是生成固定的系数ꎬ显著提升了模型的可解释性[５０—５１]ꎮ 该模型对变量相对重要性

和局部关系的可靠识别ꎬ近年来已被引入到城市交通领域ꎬ例如出行选择[５２]及出行距离预测[５３]ꎮ 由于 ＧＢＤＴ
模型和其他机器学习模型一样ꎬ存在过拟合的可能ꎬ本文通过多折交叉验证的方法来降低过拟合的影响ꎻ最后

是模型生成的局部相关图在样本较少的区间可能产生异常噪声值ꎬ本文结合样本的分布来弱化不可靠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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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ꎮ ＧＢＤＴ 是一种基于决策树的集成方法ꎬ是对多个决策树结果的组合ꎬ其对一组独立变量 ｘ 的逼近函数

ｆ(ｘ) 是对多个单决策树 ｈ ｘꎻａｍ( ) 的累加[５２]:

ｆ(ｘ) ＝ ∑
Ｍ

ｍ ＝ １
ｆｍ(ｘ) ＝ ∑

Ｍ

ｍ ＝ １
βｍｈ ｘꎻａｍ( ) (４)

式中ꎬ Ｍ 是决策树的个数ꎻ ａｍ 是单决策树 ｈ ｘꎻａｍ( ) 的残差系数ꎻ βｍ 是最小化损失函数 Ｌ 的参数ꎬ为了估计函

数中的参数ꎬ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提出了梯度提升算法[５４]ꎬ具体实现如下:
首先初始化决策树:

ｆ０(ｘ) ＝ ａｒｇｍｉｎβ∑
Ｎ

ｉ ＝ １
Ｌ ｙｉꎬβ( ) (５)

对于所有 Ｎ 个样本的总损失为:

Ｌａｌｌ ＝ ∑
Ｎ

ｉ ＝ １
Ｌ ｙｉꎬｆｍ ｘｉ( )( ) (６)

式中ꎬ ｙｉ 和 ｆｍ ｘｉ( ) 分别为样本 ｘｉ 的实际值及第 ｍ 个模型的预测值ꎮ 对于每次迭代ꎬ其负梯度函数为:

ｙｉｍ ＝ －
∂Ｌ ｙｉꎬｆ ｘｉ( )( )

∂ｆ ｘｉ(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ｆ ＝ ｆｍ－１

(７)

计算梯度下降步长为:

βｍ ＝ ａｒｇｍｉｎβ∑
Ｎ

ｉ ＝ １
Ｌ ｙｉꎬｆｍ－１ ｘｉ( ) ＋ βｈ ｘｉꎻａｍ( )( ) (８)

将计算结果更新至模型ꎬ同时引入学习率 ξ 来控制每个服务树的贡献:
ｆｍ(ｘ) ＝ ｆｍ－１(ｘ) ＋ ξβｍｈ ｘꎻａｍ( ) ꎬ０ < ξ ≤ １ (９)

最终模型为:

ｆ(ｘ) ＝ ∑
Ｍ

ｍ ＝ １
ｆｍ(ｘ) (１０)

对模型中的超参数进行调整ꎬ可以获得更优的模型结果ꎮ 首先是学习率ꎬ较小的学习率可以改善模型的

预测效果ꎬ但需要添加更多的决策树ꎬ为了平衡运行时间和预测性能ꎬ我们选取 ５０００ 颗决策树ꎬ将学习率定为

０.００１ꎮ 同时ꎬ引入五重交叉验证方法来减少过拟合的影响ꎬ即将原始数据集分为五部分ꎬ在每次迭代中使用

其中四个不同的子集进行拟合ꎬ由剩余的子集进行验证ꎮ
２.３　 变量选择

根据已有研究[３０ꎬ３５—３６]ꎬ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ꎮ 主观因素主要

包括公园绿地本身的质量、形状和面积等因素ꎬ本文仅探讨影响可达性及其变化的客观因素ꎮ 结合研究时段

武汉市相关数据可获得性ꎬ选取交通因素、用地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 １１ 个指标变量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关

系探析ꎬ具体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见表 １ꎮ

３　 公园绿地可达与公平性变化分析

３.１　 供需变化分析

图 ２ 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供给和人口需求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ꎮ 其中ꎬ综合性

公园和专类公园数量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３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６ 个ꎬ区域性公园由 １４ 个增加到 ３１ 个ꎬ社区公园由

１６ 个增加到 ２３６ 个ꎬ街旁绿地由 ２６８ 个增加到 ３８５ 个ꎮ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２０００ 年 ２.１４ ｍ２ /人增加到 ７.３５
ｍ２ /人ꎬ增长了约 ３.４ 倍ꎬ增加的类型主要是社区公园和街旁绿地ꎮ 此外ꎬ各类公园在空间分布上集聚度增加

明显ꎬ特别是长江和汉江两岸聚集特征明显ꎬ如武昌区、江岸区、江汉区和硚口区ꎮ 人口规模和集聚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呈显著增长态势ꎮ ２０００ 年人口分布较为分散ꎬ人口密度普遍较低ꎬ人口集聚度较高的区域为武

昌区东北部、硚口区东南部和江汉区南部等区域ꎻ２０１０ 年各城区人口数量相比 ２０００ 年增速明显ꎬ到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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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和集聚度大幅度提高ꎬ人口数量大于 ５０００ 人的区域增长较大的区域主要有武昌区中南部、汉阳区北

部和江岸区北部等ꎮ 总体来看ꎬ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的面积与空间分布、人口数量与空间分布均呈现出

增长和扩散趋势ꎮ

表 １　 客观因素变量的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因素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交通因素 道路密度 / (ｍ / ｍ２) 该指标反映道路系统的完善情况ꎬ计算格网内道路总长度与格网面积之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道路交叉口数量 / 个 该指标反映道路的连通性ꎬ计算格网内道路交叉口数量

用地因素 商业用地占比 / ％ 该指标反映商业用地分布ꎬ计算商业用地面积与格网面积之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住宅用地占比 / ％ 该指标反映住宅用地分布ꎬ计算住宅用地面积与格网面积之比

工业用地占比 / ％ 该指标反映工业用地分布ꎬ计算工业用地面积与格网面积之比

公服用地占比 / ％ 该指标反映公共服务用地分布ꎬ计算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与格网面积之比

建筑密度 / ％ 该指标反映建筑集聚状况ꎬ计算格网内建筑物的基地面积与格网面积之比

社会经济因素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人口密度 / (人 / ｍ２)

该指标反映人口集聚情况ꎬ根据建筑面积(建筑基地面积∗容积率)来分摊格网内的
人口数量

人均 ＧＤＰ / (元 / 人) 该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ꎬ将各区 ＧＤＰ 按照格网人口数量分摊到每个格网中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 万元
该指标间接反映政府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ꎬ将各区的公共财政预算按照格网人口
数量分摊到每个格网中

消费品零售额 / 元 该指标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ꎬ将各区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按照格网人口数量分摊到
每个格网中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人口和公园绿地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３.２　 可达性变化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整体呈上升趋势ꎬ但是不同交通出行的居民群体存在差

异(见图 ３)ꎮ 步行情景的高可达性区域呈分散增加ꎬ车行则由长江沿岸核心区域向城区边缘扩展ꎮ 对于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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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居民ꎬ２０００ 年可达性较高的区域集中在长江两岸、洪山区东湖、武昌区沙湖以及汉阳区莲花湖周围ꎬ其他

区域可达性普遍较低ꎻ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由于绿地供给的持续增加和区域间的人口流动ꎬ高可达性区域呈分

散增加ꎬ城区边缘的可达性明显改善ꎮ 对于车行出行居民ꎬ２０００ 年可达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两岸核

心区域ꎬ城区边缘可达性较低ꎻ２０１０ 年高可达性区域明显向东湖周围和长江两岸的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扩展ꎻ
到 ２０１８ 年可达性值高值区域迅速扩大ꎬ中心城区内较高可达性区域达 ９０％ꎬ仅有少部分区域如武昌区南部成

为较低可达性集聚区ꎮ 这可能是由于交通系统的不断改善ꎬ道路密度、居住区级道路和道路连通性等均有所

提升ꎬ从而减少了居民的出行时间成本ꎬ增加了可达区域的覆盖范围ꎮ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ｕｈａｎ ｉｎ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图 ４ 分为两个阶段显示了武汉市中心城区采用两种交通方式出行的居民群体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变化

也存在明显的差异ꎮ 第一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步行的居民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提高的区域明显小于车行ꎬ
主要集中在沿江中心区域ꎻ步行可达性未发生变化的区域远大于车行可达性ꎬ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边缘的不

可达区域ꎻ步行可达性降低的区域相对车行较分散ꎬ车行不可达主要分布在青山区东北部和洪山区南部ꎻ以上

说明尽管武汉市为创建园林城市新建了大量公园ꎬ但是到 ２０１０ 年时仍有一些区域并未得到改善ꎬ原因可能是

城市绿地规划时优先保证了核心区的公园建设ꎬ同时道路交通的发展还不能满足城区边缘的居民群体ꎮ 第二

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两种交通方式出行的居民可达性提高的区域相对于第一阶段均有较大改善ꎬ尤其对车

行出行的居民ꎮ 但是ꎬ步行可达性由于城市更新交通设施的建设出现了部分可达性降低的区域ꎬ同时绿地供

给分布仍然存在未供给的区域ꎮ 总的来说ꎬ第二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两种出行方式下公园绿地可达性有了较

大提高ꎬ尤其是车行出行的居民ꎬ但是当前提倡绿色出行的背景下ꎬ规划的重点更倾向提高步行可达性ꎮ
３.３　 可达公平性分析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是衡量城市居民享受公园绿地服务机会的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５５—５６]ꎮ 通过比较

步行和车行两种交通方式出行下的居民群体享受公园绿地服务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内的不同交通出

行居民群体的环境正义问题ꎮ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ꎬ０.３８２ 为基尼系数划定公平与否的“警戒

值”ꎬ基尼系数高于 ０.３８２ 视为不公平ꎬ基尼系数低于 ０.３８２ 视为公平ꎮ 图 ５ 显示居民在步行和车行方式下享

受公园绿地服务可达的基尼系数均呈现出连续增高的趋势ꎮ 研究时段车行基尼系数在 ０.８４—０.９６ 之间ꎬ步行

基尼系数在 ０.２４—０.５１ 之间ꎬ其中 ２０００ 年车行居民群体享受绿地服务的机会最大ꎬ２０１８ 年步行居民群体享

受绿地服务的机会最小ꎮ 由此可见ꎬ武汉市中心城区居民两种方式出行的居民群体享受公园绿地服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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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不公平ꎬ步行居民群体更为严峻ꎮ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ｕｈ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两种出行方式下的可达性基尼系数

Ｆｉｇ.５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ｗｏ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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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及规划启示

４.１　 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通过 ＧＢＤＴ 模型的拟合结果ꎬ发现不同时期三类因素对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有显著性ꎬ但是对于研究时

段变化的驱动因素的拟合显著性较弱ꎬ因此本文只对不同时期的可达性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进行对比分析ꎮ
表 ２ 显示交通、用地结构和社会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两种出行居民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排序及影响因子间的差异性和协同性ꎮ
从影响因素类型的相对重要性来看ꎬ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对步行和车行可达性重要贡献度依次均为用地因

素、社会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ꎬ用地因素和社会区经济因素存在较强的协同性ꎻ２０１８ 年影响因素对车行可达

性的重要贡献度未发生变化ꎬ但是交通因素的贡献度有所提升ꎬ用地和社会经济因素贡献度相对下降ꎮ 值得

注意的是交通因素对步行可达性的贡献度有显著提升ꎬ而社会经济因素不再是主导ꎬ说明经济发展对可达性

的影响已经趋于稳定ꎬ而交通因素是步行和车行可达性差异的主要因素ꎮ
从具体影响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来看ꎬ研究时段内不同时期影响步行可达性的关键变量具有不稳定性ꎬ居

住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占比、建筑密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ＧＤＰ 分别在三个时期贡献度较高ꎬ但是居住用地

占比在后期贡献度明显降低ꎻ三个时期道路交叉口数量、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因素对车

行可达性的影响相对重要性较高且具有相对稳定性ꎬ变量的重要性程度均呈现出上升趋势ꎬ到 ２０１８ 年四个变

量的总贡献率均超过 ５０％ꎬ具有较强的协同性ꎮ

表 ２　 不同时期变量对可达性非线性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步行(排名 / 相对重要性％)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ｒａｎｋ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车行(排名 / 相对重要性％)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ｒａｎｋ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交通因素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１８.０４ ２.０９ ２７.４８ １８.４１ １５.０２ １９.０１

道路密度 Ｒｏａ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６)４.１４ (７)１.７５ (３)１５.９１ (８)７.９９ (１０)３.５８ (７)８.７３

道路交叉口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ａ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１３.９０ (９)０.３４ (５)１１.５７ (４)１０.４３ (３)１１.４５ (３)１０.２８

用地因素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４４.２２ ２９.３７ ５７.５７ ３７.０８ ４６.１４ ３７.５１

商业用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１１)０.０５ (１０)０.１７ (９)２.３９ (９)６.２３ (１１)１.８７ (９)５.９３

住宅用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１)３８.２３ (８)０.８８ (４)１３.２０ (１０)５.４５ (４)１０.１０ (１０)５.６２

工业用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７)３.４５ (６)２.１４ (１１)０.４６ (１１)５.３８ (９)３.８２ (１１)５.２１

公服用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ｎｄ (８)２.２５ (１１)０.０１ (１)２２.６２ (７)８.４９ (５)８.６６ (８)８.７１

建筑密度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９)０.２４ (２)２６.１７ (２)１８.９０ (２)１１.５３ (１)２１.６９ (２)１２.０４

社会经济因素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８.１２ ６９.０９ １５.１０ ４５.０９ ３９.３１ ４４.１０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０)０.０６ (４)１１.９０ (７)４.１５ (１)１４.１０ (２)１９.４５ (１)１４.７３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ＤＰ (５)８.９０ (１)２９.５９ (６)６.９９ (５)９.８２ (７)６.８１ (６)８.９２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Ｂｕｄｇｅ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１８.０５ (５)８.１９ (８)２.８７ (３)１０.７８ (６)７.５１ (４)１０.２７

消费品零售额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ｇｏｏｄｓ (４)１０.７３ (３)１８.８５ (１０)０.９３ (６)９.８０ (８)５.０７ (５)９.５７

Ｒ２ ０.３８ ０.５６ ０.２５ ０.５８ ０.４７ ０.６１
　 　 由于 ＯＬＳ 模型拟合结果不存在显著性ꎬ因此未列入表格中进行对比

４.２　 关键变量的非线性阈值效应

根据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分析ꎬ不同时期交通、用地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可达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ꎬ关键

变量的影响作用存在不稳定性ꎬ不同时期关键变量的阈值目前缺乏选择标准ꎮ 遵循时效性原则ꎬ本文对 ２０１８
年的影响因素中贡献率大于 １０％的变量做出非线性相关图(见图 ６)ꎬ来说明影响变量对两种出行方式下可达

公平性的非线性影响趋势和阈值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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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用地面积占比、住宅用地面积占比和道路密度与步行可达性总体上呈正相关ꎬ道路交叉口个数

和建筑密度则呈现负相关ꎮ 当格网内公共服务用地面积占比增加 １％时对可达性的影响最大ꎬ超过 １％对可

达性的影响减弱ꎻ当格网内住宅用地面积占比增加到 ４％时ꎬ可达性增幅最大ꎬ增加到 ８％时ꎬ可达性出现小幅

度下降ꎬ超过 ８％后可达性影响不变ꎻ当格网内道路密度达到在 ０.００７ 左右时可达性达到最大ꎻ随着道路交叉

口个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ꎬ可达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ꎬ且当建筑密度达到 ５ 和道路交叉口个数为 ８ 时ꎬ可达

性降到最低值ꎮ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建筑密度与车行可达性总体上呈正相关ꎬ人口密度和道路交叉口个数则呈现负相

关ꎮ 当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４０ 亿元时可达性达到最高值ꎬ超过此阈值对可达性无影响ꎻ当建筑密度增加到

３ 时ꎬ对可达性的正向影响最大ꎻ人口密度的增加促使可达性呈现下降趋势ꎬ当格网内人口密度增加到 ０.１４ 时

可达性最差ꎻ当格网内道路交叉口个数为 １０ 个左右时可达性达到最小ꎬ超过后可达性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ꎮ

图 ６　 ２０１８ 年两种出行方式下关键变量对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

Ｆｉｇ.６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ｅ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８

４.３　 非线性影响分析下的规划启示

综合三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ꎬ用地结构和社会经济两大类因素对两种出行方式下的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

存在协同性影响ꎬ而交通因素是步行和车行方式下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ꎮ 在当前绿色出

行、低碳生活和“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等生活理念的倡导下ꎬ武汉中心城区需要更加注重倾向步行出行的居民

９７３５　 １３ 期 　 　 　 幸丽君　 等:环境正义视阈下城市公园绿地时空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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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改善ꎮ １)在用地结构方面ꎬ适当调整区域内的各类用地面积比例ꎬ合理配置用地结

构ꎬ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当格网内公共设施用地和住宅用地的面积占比分别增加到 １％和 ４％左右时能够明显

提高可达性ꎻ２)在交通规划方面ꎬ道路密度的提高意味着道路网络规模的扩大、道路供给和连通性的提升ꎬ这
对居民步行出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ꎻ而道路交叉口是行人和车辆的汇聚之地ꎬ且往往有交通信号灯和标志

线等限制ꎬ过多的交叉口反而会增加居民出行的时间花费和降低出行安全性ꎬ因此要合理规划街道内居住区

级道路ꎬ减少断头路的出现ꎬ设置科学合理的交叉口数量ꎮ 例如非线性阈值结果表明格网内道路密度在 ０.００７
左右ꎬ道路交叉口保持在 ３ 个以内ꎬ能够保证可达性提高到最佳值ꎻ３)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ꎬ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对可达性呈现正向影响ꎬ增加单元内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有助于可达性的提升ꎻ４)在综合因素调控方面ꎬ
对于交通较发达且居民采用车行出行方式较多的城市ꎬ则要侧重于对社会经济、用地和交通三类因素的综合

调控ꎬ例如武汉市中心城区格网内建筑密度增加到 ３ 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４０ 亿元时ꎬ可达性会有明显

改善ꎮ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过程的视角关注步行和车行交通方式出行的居民群体享受公园绿地服务机会公平性的时空差异ꎬ
揭示了高密度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的变化规律ꎬ同时运用非线性模型探讨了影响不同时期公园绿地

可达公平性的因素相对重要性及其阈值效应ꎬ并提出相应的交通、用地以及经济发展调整对策ꎬ为武汉市中心

城区绿地规划及精细化调控管理提供参考ꎮ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ꎬ本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方面ꎬ与以往的人均数量指标相比ꎬ可达性指标能够考虑不同交通出行方式下更加实际的识别城市公

园绿地服务不可达和不公平的区域ꎬ有助于城市精细化规划管理ꎬ也为解决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ꎮ
通过过程视角下的可达性结果可以发现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虽然逐步提升ꎬ但是区域内的可达公

平性却在明显降低ꎬ尤其是步行可达性仍然存在不可达区域且不公平性较为严峻ꎬ说明公平导向下的城市绿

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目标ꎻ另一方面ꎬ相比于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和离散选择模

型ꎬＧＢＤＴ 模型不需要遵循任何假设ꎬ可以减少来自异常值的影响ꎬ更好的处理多重共线性ꎬ提供更精确的预

测结果ꎮ 本研究利用该模型识别研究时段内可达性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ꎬ同时输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潜在非线性关系图ꎬ能够更好的揭示可达性关键影响变量的阈值效应ꎻ基于本研究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

可达性非线性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ꎬ我们认为可达性和公平性的改善需要考虑用地结构和社会经济因素中关

键变量的阈值效应ꎬ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合理的阈值ꎬ为城市精细化规划和管理提

供量化参考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本研究虽然不同时期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拟合效果较线性影响好ꎬ但是驱动因

素的分析效果并不理想ꎬ对于可达性的变化的影响因素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ꎬ以期为城市绿地资源的

优化配置以及可持续性管理提供科学参考ꎮ
尽管本研究通过多种定量方法组合测度了可达公平性的变化和关键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及阈值效应ꎬ可

为武汉市绿地系统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与规划参考ꎬ但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不足:１)本文忽略了不同

群体在享用公园资源的需求差异和使用偏好ꎬ如老年人更偏向于距离近的公园ꎬ儿童则更倾向于娱乐型的公

园ꎬ残疾人则更倾向于特殊需求设施完善的公园ꎬ因此使得其可达性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偏差ꎮ 未来

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或者大数据挖掘等方式研究不同群体偏好差异ꎬ进一步丰富城市绿地空间公平性研究ꎻ２)
量化模型的应用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精细化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ꎬ但是模型的稳定性以及在不同区

域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ꎬ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讨新模型的应用以及结果的可靠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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